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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涌现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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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关于领导力的研究往往认为领导者只能由单一的、正式任命的个体来担任，

而随着组织结构转型的深化，企业开始更加依赖团队成员所提供的非正式领导力，从而使领导

力涌现受到关注。领导力涌现是指在团队内部个体对其他成员所表现出的领导力的感知过程。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关于领导力涌现的文献，介绍了领导力涌现的概念与测量，明确了领导力涌

现形成的理论基础与路径，厘清了领导力涌现的研究现状，最后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及

未来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领导力涌现；非正式领导力；领导力提升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7)09-0047-12
 

一、  引　言

传统领导理论基本上均将领导力视为一种垂直的、自上而下的正式模式，但有学者指出这

种研究范式忽视了由个体员工所提供的领导力，因为领导力并不一定是由受到正式任命的个

体所表现的（DeRue和Ashford，2010）。同时，随着复杂领导理论（complexity leadership theory）
和适应性领导理论（adaptive leadership theory）的出现，学者们逐渐拓展了对领导力的认知范

畴，并认为它源于动态复杂系统，且可以分布于系统中任何成员之间（UhlBien等，2007）。可以

看出，随着领导理论的发展，个体员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在企业实践方面，随着管

理结构越来越扁平化，组织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需要转变管理方式，并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力

来灵活地应对这种趋势。在这种视角下，组织如果想实现绩效的最优化，就不能再仅依赖团队

单一的正式领导者提供的领导力，还需要利用好团队成员所提供的非正式领导力。因此，如何

培养与提升个体员工自身的领导力来适应这种变化的趋势对于维持组织的可持续竞争力来说

至关重要（McCall和Hollenbeck，2002）。在理论界，领导力涌现研究的就是一种由个体员工所

表现出的水平的、自下而上的非正式领导力模式，即强调在团队中个体成员表现出非正式领导

力的过程。且学者们发现，这种由个体员工所涌现出的非正式领导力不仅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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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绩效，还可以促进团队绩效的提升（Cogliser等，2012；Zhang等，2012）。鉴于此，在组织行

为学领域开展领导力涌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尽管关于领导力涌现的研究出现得较早，但近几年随着对个体领导力培养重视程度的不

断提高，学者们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一研究主题。然而，现有研究仍缺乏对领导力涌现较为系统

和全面的探讨：第一，对领导力涌现成因的研究过于单一，过多地关注了个体成员的特征；第

二，对领导力涌现作用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限制了我们对领导力涌现所激发的一系列积极产

出的全面认识；第三，对领导力涌现作用机制的考察缺乏系统性，阻碍了理论界对领导力涌现

为什么会提高个体产出的认识。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领导力涌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明

晰了领导力涌现的概念内涵与测量方法；接着厘清了领导力涌现的理论基础及形成路径；然后

从形成机制、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三个方面述评了领导力涌现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最

后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领导力涌现的概念及测量

（一）领导力涌现的概念及内涵

领导力涌现（leadership emergence）是指通常在一个没有正式领导的群体内部，个体对其

他成员所表现出的领导力的感知过程（Lord等，1986）。相比于其他群体成员，涌现出领导力的

成员往往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且对群体具有较大的影响力（Taggar等，1999）。除了个体层次

的领导力涌现外，在团队层次，学者们还关注了团队成员涌现出的非正式领导力以及成员之间

相互影响的过程，即共享型领导（shared leadership）。本文主要关注个体层次领导力涌现相关研究。

与个体领导力涌现类似的一个概念为领导者涌现（leader emergence），它是指一个个体是

否或者多大程度上被视为领导者（Judge等，2002）。与领导者涌现不同，领导力涌现并不局限于

某个单一领导者的出现，而是一种群体成员拥有同事认可的领导力的过程（Dinh等，2014）。然
而，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领导者涌现和领导力涌现视为相同的概念，都强调在群体内

部个体成员涌现成为领导者的过程（Paunova，2015）。那么，是否一个个体涌现出较高水平的领

导力，就一定能够为团队带来较高的绩效呢？答案并不一定。针对这一问题，Lana j和
Hollenbeck（2015）提出了过度的领导力涌现和不足的领导力涌现两个概念。其中，过度的领导

力涌现（over-emergence）是指个体所涌现出的领导力水平高于其所带来的领导有效性，即尽管

该个体在团队中具有较高的领导地位，但其对团队绩效的提升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足的

领导力涌现（under-emergence）是指个体所涌现出的领导力水平低于其所带来的领导有效性，

即尽管该个体对团队绩效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但其在团队中并不引人注目或并没有得到相

应的领导地位。

（二）领导力涌现的测量

现有的领导力涌现测量方法较多且并不统一，根据测量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社会网络测量。该方法一般通过团队成员互评的方式测量每名成员在团队内部所表现出的

领导力水平，然后再通过计算其他成员对该成员评价的均值得到该成员领导力涌现的得分。其

中，根据测量题项的多少，又可以分为单题项测量和多题项测量。单题项测量，即让团队成员评

价“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该员工提供的领导力”（Carson等，2007；Zhang等，2012；Kalish和Luria，
2016）。多题项测量，如Lord等（1984）的四题项测量，包含“对领导有效性的贡献”“可以就团队

产品进行成功决策的影响力”“在团队中展现出了领导行为”和“作为领导者的愿望”四个题项；

Taggar等（1999）的两题项测量，包含“在团队中展现出了领导行为”和“在团队中被假设为领导

者”两个题项；Kent和Moss（1994）的三题项测量，包含“在团队中被假设为领导者”“在团队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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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成员之间的对话”以及“对团队决策的影响”三个题项。Lanaj和Hollenbeck（2015）通过整合上

述三种测量方式，采用七个题项来测量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包括“在团队中展现出了领导

行为”“在团队中被假设为领导者”“有团队影响力”“对团队决策的影响”“在团队中引导成员之

间的对话”“对领导有效性的贡献”以及“作为领导者的愿望”。（2）基于参与到集体任务讨论中

的比率来进行测量（Sorrentino和Boutillier，1975）。（3）基于正式领导者评价的测量方法。这种

方法让团队正式领导者评价每名员工成为一名有效领导者潜力的高低，具体题项包括“在组织

中取得进步的潜能”“成为一名有效的领导者”以及“成为其他同事学习的角色榜样”
（Marinova等，2013）。（4）选举法。这种方法一般让员工评价在团队中是否有人涌现成了领导

者，如果有的话，列出具体的名字。然后，通过计算每名员工的被选次数与团队规模的比率来反

映每个人在团队中的领导力涌现程度。比率越高，表明团队成员对该个体的领导力认可越高

（Taggar等，1999；Riggio等，2003；Neubert和Taggar，2004；Luria和Berson，2013；Luria等，2014）。
（5）晋升比率法。（6）排序法。这种方法要求团队成员回答“如果你被要求第二次与某名团队成

员一起从事相同的任务，请对你所偏好的领导者进行排序，包括你自己在内”。最终，个体领导

力涌现通过其他成员对每名成员的排序来决定（Zaccaro等，1991；Smith和Foti，1998；
Gershenoff和Foti，2003）。

上述测量方法均将领导力涌现视为一种个体对领导类特质和领导行为的感知，存在一定

的主观偏见，尤其是问卷测量。为了克服问卷测量的缺点，学者们还通过客观方法测量个体的

领导力涌现。例如，Foti和Hauenstein（2007）采用实验法对个体领导力涌现水平进行了测量。具

体而言，他们通过录像的方式记录每名被试在小组任务中的表现，然后由编码者独立对每名被

试的行为进行编码，最终得到每名被试的领导力涌现得分。编码者对领导力涌现的评价标准包

括五个行为维度，分别为承认他人的贡献、澄清问题、提出想法、促进团队进程和影响他人。

三、  领导力涌现的理论基础与路径

（一）领导力涌现的基础理论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内隐领导理论和期望状态理论两个视角揭示了个体领导

力涌现是如何实现的。

1. 内隐领导理论。内隐领导理论（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y，ILT）强调个体能否涌现为领导

者取决于他们的自身特质是否满足他人对一名领导者应该具有的特质的期望（Lord和Maher，
1991），属于领导分类理论的重要分支。根据Lord和Maher（1993）的研究，个体是否将他人视为

领导者涉及两种路径，一种为推理导向的信息加工（inference-based processing），另一种为鉴别

导向的信息加工（recognition-based processing）。其中，推理导向的信息加工方法认为评价者可

以根据个体的绩效来判断其是否可以被视为领导者，如浪漫领导理论（romance of leadership
theory）的研究（Meindl等，1985）。鉴别导向的信息加工方法则认为评价者根据以往关于领导者

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特征的认知来判断个体是否拥有较高的领导能力，这种方法依赖于个体以

往对领导者属性的认知，如领导分类理论（leadership categorization theory）的研究。具体地，领

导分类理论的核心观点为，个体对他人领导力的感知和对领导行为的评价往往是由感知者的

认知结构决定的，即感知者将自己的认知结构作为是否视个体为领导者的社会分类标准

（Shondrick等，2010），而这种认知结构一般源于个体以往对领导者的认知以及个体在社会化

过程中的经历。由于内隐领导理论属于领导分类理论的分支，因此该理论认为个体基于自身对

领导者的认知图式来对他人与领导者相关的信息进行编码（Lord等，1984），从而判断其是否可

以被视为领导者。在现有实证研究中，关于个体领导力涌现成因的探讨大多基于内隐领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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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认为个体在具有与领导者相关的特质时，更容易被视为领导者。
2. 期望状态理论。期望状态理论（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EST）强调群体成员所感知到的

显著属性会形成其对其他人绩效或领导力评价的标准（Berger等，1977）。根据期望状态理论，
一旦一个以绩效为导向的群体形成，成员对群体目标的关注就会导致绩效压力，继而使得他们
期望每名成员都为完成集体目标而努力。这种对绩效的预期或绩效期望是以全体成员感知到
的与社会价值相关的潜在显著属性为基础的，这种显著属性是用来区分群体成员的，或是群体
成员相信与能够完成群体绩效相关的，或是与成为领导者相关的（Ridgewy，2003）。在领导力
领域的研究中，期望状态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会涌现出领导力是因为他们拥有较高的领导力
相关属性，从而激发了其他群体成员对他们较高的领导力期望（Ridgeway，2003）。例如，在群
体中，个体会比较自己对其他两名成员的期望，从而使那名拥有较高期望的个体形成一种期望
优势。一个拥有较高期望优势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被他人积极评价的机会和来自同事的好感，因
此会不断获得地位和影响力，并最终被视为一位领导者（Ridgeway，2003）。

（二）领导力涌现的路径
根据上述理论，学者们归纳了在一个团队中个体涌现出领导力的路径。例如，Mann

（1959）提出了三种领导力涌现路径，一是满足他人的需要，二是承担对团队发展有利的角色，
三是表现出他人所期望的领导力特质。通过这三种路径，个体在群体中可能被视为领导者。而
后，Arnoff和Wilson（1985）提出了归因（ascription）和成就（achievement）两种路径。其中，归因
路径强调个体非正式领导力的涌现源于个体可以观察到的属性（如行为、地位等），属于鉴别导
向的信息加工；成就路径则强调个体非正式领导力的涌现源于个体有价值的行为和对他人显
而易见的贡献（如动机、能力等），属于推理导向的信息加工。具体地，归因路径按照特质→感知
→状态→行为（trait→perception→state→behavior）的顺序，即根据一个人的特质就对他产生领
导者感知，然后再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如“我觉得A是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对团队贡献得多”。
而成就路径则按照特质→状态→行为→感知（trait→state→behavior→perception）的顺序，即通
过一个人的特质、中介过程和他的行为来判断该个体是否是一个领导者，如“A对团队贡献得
多，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领导者”（Paunova，2015）。

四、  领导力涌现的实证研究

（一）领导力涌现的前因变量
1. 人口统计学特征。在众多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者们发现性别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

最为突出，但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最常用的
理论为性别角色理论（Eagly，1987），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不同性别的个体往往会产生一些特定
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期望。具体地，男性个体更容易被期望拥有一些能动性品质（agentic
qualities），如魄力、自信和独立性，并且被期望能够参与到一些与领导角色相符的行为中；反
之，女性个体则被期望拥有一些集体性品质（communal qualities），如乐于助人、善良等，并且被
期望能够参与到一些与领导角色不相符的行为中。基于该理论，Eagly和Karau（1991）在其关于
性别和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元分析中发现，男性个体在任务导向的情景中更容易表现出领导力，
而女性个体则在社会导向的情景中更容易表现出领导力。在其他研究中，学者们同样验证了上
述性别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Dobbins等，1990；Kent和Moss，1994；Kolb，1997）。

然而，Lanaj和Hollenbeck（2015）通过整合性别角色理论和期望违背理论发现，当女性个体
参与到任务导向的活动和跨边界活动中时，更容易产生过度领导力涌现现象。反之，当男性个
体参与社会性活动时，更容易产生过度领导力涌现现象。他们认为，基于期望违背理论，女性在
参与积极的、典型的，但却与自身性别不符的领导行为时，相比于参与到相同行为中的男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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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获得更高的领导力评价。此外，Lemoine等（2016）认为团队性别组成会影响性别与个体领
导者涌现之间的关系，但研究结果并没有得到验证，即拥有更多男性的团队并不更倾向于将男
性选为领导者，女性较多的团队亦是如此。但是，他们却发现，团队整体外向性调节着团队性别
组成和个体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当团队整体外向性较高，且男性比
女性多时，女性更容易被视为领导者。

除了性别外，学者们还发现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个体领导力涌现也有一定影响。例如，

Barling和Weatherhead（2016）基于国家关于青年的纵向研究数据发现，那些在幼年经历过贫穷

的个体，日后表现出领导力涌现的可能性较低。Chaturvedi等（2012）以12 112对双胞胎为研究

对象，发现相比于男性，领导力涌现的遗传因素在女性中影响更大，且在生育和抚养时期，遗传

因素对女性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更大。同时，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年轻和年老女性，遗传因素对生

育期女性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更大。Charlier等（2016）以虚拟团队为研究对象，发现个体会对那

些与自己处于同一地理位置的成员给出较高的领导力涌现评价，且相比于那些处于地理位置

相对分散团队中的个体，处于地理位置较近团队中的个体会有较高的领导力涌现得分。

2. 个体特质。特质论强调个体的特质会决定其是否能够成为一名领导者，且Zaccaro等
（1991）发现个体特质可以解释领导力涌现59%的方差。文献回顾表明，大量研究对特质与个体

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Judge等，2002；Zaccaro，2007；Judge等，2009）。可以看出，

特质是影响个体领导力涌现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五人格和自恋特

质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最为突出。

首先，大五人格。大五人格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如表1所示。

其次，自恋。除了大五人格特质外，学者们还发现自恋是另一个可以预测个体领导力涌现
水平的重要特质。上述关于大五人格的探讨关注的往往是某一占主导的特质对个体能否被视
为领导者的影响，但还有学者认为个体领导力涌现受各种特质交互作用的影响。自恋
（narcissism）是一种包括既宏大又脆弱的自我感知、对成功的关注和被钦佩需求的复杂人格特
质（Ames等，2006），具体包含四个维度：①剥削/权力（操控他人和有权力去做的信念）；②领导

表 1    大五人格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

人　格 概念与内涵 研究结论

尽责性
强调个体具有谨慎、自律、努力工
作的倾向

已有研究（Taggar等，1999；Marinova等，2013）和元分析
（Judge等，2002）发现尽责性能正向预测个体的领导力涌
现水平

外向性
强调个体具有社交、自信、主动和
体验积极情感的倾向

关系并不一致：（1）正向影响（Judge等，2002；Riggio等，
2003；Reichard等，2011）；（2）无显著关系（Barry和
Stewart，1997）

开放性
强调个体具有富有想象力和寻求
变化的倾向

Taggar等（1999）发现外向性会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
平

宜人性
强调个体具有信任、顺从、关怀和
温柔的倾向

Judge等（2002）通过元分析发现宜人性能正向预测个体的
领导力涌现水平

神经质
强调个体具有容易表现出较低情
感适应力和体验消极情感的倾向

Taggar等（1999）发现神经质会负向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
现水平

总体结论

究竟哪种人格特质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最大呢？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Taggar等（1999）发现一般智力能力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尽责性、外向性和
神经质。Judge等（2002）则通过元分析发现外向性与领导力涌现的相关性最高（r=0.31），其次
是尽责性（r=0.28）、经验开放性（r=0.24）和宜人性（r=0.08），神经质则负相关（r=-0.24）。Colbert
等（2012）则发现自评与他评的特质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不同，其中他评的外向性对领
导力涌现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自评的经验开放性和他评的经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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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权威（拥有影响他人的非凡能力和对领导力和权威的偏好）；③优越性/自大（比他人好和天
生就是领导者的信念）；④自我吸收/自我欣赏（极高的虚荣心和认为自己很特殊）（Emmons，
1984）。Brunell等（2008）通过三项研究发现自恋特质会显著地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
Paunonen等（2006）则以军人为研究样本，发现那些被评价为领导者的个体往往展现出了自恋
的阳光面特质（自尊和自信），而自恋的阴暗面特质（操控性和印象管理）则会负向影响个体的
领导力涌现水平。此外，还有学者发现评价来源会影响自恋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例如，
Judge等（2006）发现，自恋特质与个体自评的领导力涌现显著正相关，但与同事评价的领导力
涌现显著负相关。Grijalva等（2015）也发现，当领导力涌现由自我而非他人评价时，自恋对个体
领导力涌现的积极作用更显著。Nevicka等（2011）认为团队奖励互依性会调节自恋与个体领导
力涌现之间的关系，但该假设没有得到证实。

虽然特质论对于解释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有重要的影响，但Judge等人（2002）却指出，在个
体众多的特质中，“我们并不清楚哪种特质最相关，且为什么”。为此，学者们又考察了其他个体
因素（如个体的能力、情感、领导他人的动机、自身状态）以及情景因素对领导力涌现的影响。

3. 个体能力。除了上述基本的人格特质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外，学者们还发现个体能力也会

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具体如表2所示。

4. 个体情感。情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现有研究关于两种情感对个体领导力涌现影
响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Joseph等（2015）通过元分析发现，个体的积极情感能正向预测个体
的领导力涌现水平。然而，有学者发现，个体在具有消极情感时，也可能涌现出一定水平的领导
力。具体地，Schaumberg和Flynn（2012）发现个体的内疚倾向能正向预测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
平。内疚倾向（guilt proneness）是一种可以导致心里不舒服的消极情感，个体往往想弥补过去
的错误和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因而具有内疚倾向的个体对于他人福利和社会需要更具
有责任感，从而更容易被感知为领导者。他们通过两项研究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研究
一发现内疚倾向能显著地预测个体的领导力潜力，研究二则发现在无领导小组中，那些具有内
疚倾向的个体会更多地参与领导活动。Melwani等（2012）同时探讨了同情（compassion）和蔑视

表 2    个体能力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

个体能力 概念内涵 研究结论

自我监控
反映了在社会情景
中个体监控自我行
为的能力

（1）正向关系（Zaccaro等，1991；Foti和Hauenstein，2007）。 （2）性别的
调节作用：①Garland和Beard（1979）发现在女性团队中，自我监控能
力会正向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而在男性团队中，这一结论并没
有得到验证。②Dobbins等（1990）以及Ellis和Cronshaw（1992）研究发
现，对于男性来说，高自我监控更容易引起个体领导力涌现

情商

个体处理自我情感
的能力，包含自我
情感评价、他人情
感感知评价、情感
使用和情感调节四
个维度（Davies等，
1998）

（1）关系并不一致：①正向影响（Wolff等，2002；Côté等，2010）；②无
显著影响（Reichard等，2011）。（2）具体维度的影响：①表达自我情感
的能力和感知他人情感的能力两个维度会影响个体任务型领导力
和关系型领导力的涌现水平（Kellett等，2006）；②情感鉴别能力和外
向性的交互作用会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Walter等，2012）；③对混
乱情绪的敏感度和情感修复能力能正向预测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
平（Li等，2012）

外显能力
Kalish和Luria（2016）以新兵训练营为样本，发现在训练的初始阶段，
个体会将感知到的“明显”领导特征（如身体能力）作为判断他人能
否担任领导者的标准

其他能力

Kalish和Luria（2016）还发现在训练后期，个体又会将那些“隐蔽”的
领导特征（如毅力和动力、认知能力、困难应对能力）作为判断他人
能否担任领导者的标准；智商、自身优势、一般自我效能（Foti和
Hauenstein，2007）；学习能力（Luria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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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t）这两种社会比较性情感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响。基于内隐领导理论，他们认为同
情和蔑视这两种情感均能反映个体较高的智力水平，具体地，蔑视显示出个体比其他人具有优
势和主导地位，而同情则显示出个体比其他人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合作和照顾他人的能力；
故而，这两种情感均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

5. 领导他人的动机。领导他人的动机属于一种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会影响一名领导者

或应该成为领导者的个体承担领导力培训、角色和责任的决策，影响其领导他人的努力程度和

成为一名领导者的持续性过程（Chan和Drasgow，2001）。个体领导他人的动机包括三种类型：

（1）情感认同型（affective-identity）动机，即个体喜欢去领导他人的动机，这一动机往往源于个

体对主导地位和权力的需要。与此类似的是，Shaughnessy等（2016）发现，个体的政治性意愿

（权力动机）会显著影响个体是否被其他成员视为领导者。（2）社会规范型（social-normative）
动机，即个体出于自身义务和责任而领导他人的动机。（3）非计算型（non-calculative）动机，即

个体不计算成本—收益而领导他人的动机。Kark和Van Dijk （2007）在其理论研究中指出，当个

体具有领导他人的动机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行为。在实证研究中，Luria和
Berson（2013）也证实了上述三种领导动机均会正向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

6. 个体状态与行为。根据相关文献，个体自身与领导力涌现相关的状态包括三个方面：（1）
领导者自我效能（leader self-efficacy，LSE），即个体感知到自己有能力有效地完成特定领导角

色（Chemers等，2000；Kane等，2002；Ng和Chan，2008）。在实证研究中，已有学者发现个体的领

导者自我效能会正向影响他们的领导力涌现水平（Chemers等，2000；Paglis和Green，2002；
Kane等，2002；Ng和Chan，2008；Hannah等，2008）。（2）领导者身份认同（leader self-identity，
LSI），源于领导力自我图式中个体对自己具有领导者重要特质的评价（Engle和Lord，1997），是
指个体将领导者这一身份视为自我概念一部分的程度，或者在组织中将自己视为领导者的程

度，那些具有高领导者身份认同的个体往往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名领导者。在实证研究中，学者

们发现领导者身份认同会正向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Hiller，2005；Lord和Hall，2005；
Day等，2011；Luria和Berson，2013）。（3）基于领导者的自尊（leader-based self-esteem，LBSE），即
在与领导者交互的过程中，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评估（Landry，2009），属于一种关系型自尊。在实

证研究中，学者们间接地发现基于领导者的自尊也会正向影响个体的领导力涌现水平

（Judge等，2002；Riggio等，2003）。在个体行为方面，Liu等（待出版）发现个体的跨边界行为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即那些与外界个体建立联系来帮助团队实现整体目标的个体行

为，有利于个体在团队内部被视为领导者。

7. 情景因素。除了个体自身因素外，还有少数学者探讨了情景因素对个体领导力涌现的影

响，如Zhang等（2012）探讨了正式的领导—成员交换对个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的积极作用。

（二）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效果

相比于前因变量研究，现有关于个体领导力涌现作用效果的研究较少。Zhang等（2012）研
究发现，正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会通过个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的中介作用，对个体绩效和

团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且团队共享愿景会正向调节领导—成员交换通过个体非正式领导力

涌现对个体绩效的间接作用。Liu等（2016）发现，当个体参与到跨边界行为中时，他们会涌现出

较高的领导力水平，最终提升自身的任务绩效，且团队权力距离会调节个体跨边界行为通过个

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对其任务绩效的间接作用。类似地，Shaughnessy等（2016）发现，个体对权

力的需求会通过个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对其绩效产生影响，且政治性技能会调节个体非正式

领导力涌现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Luria等（2014）则发现，个体的学习能力越低，其在团队中

涌现出的非正式领导力水平就越低，从而被组织任命为正式领导者的可能性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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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机制

1. 中介机制。Barling和Weatherhead（2016）发现教育质量和个人掌控能力会分别中介贫穷

体验和日后所表现出的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Kellett等（2006）研究发现个体的情商（表达自

我情感的能力和感知他人情感的能力）会通过同情（empathy）的中介作用影响他们任务型领导

力和关系型领导力的涌现水平。Wolff等（2002）发现个体表现出的集体任务协调能力和支持

/提升他人的能力会中介同情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Ho等（2012）基于期望状态理论，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性别混合团队中，个体能力会中介任务的表达方式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

间的关系。Marinova等（2013）发现，出于自身兴趣和能力的责任感会分别通过信任与帮助角色

感知—帮助行为这两项中介机制影响领导力涌现，而成就驱动的责任感则会通过竞争和帮助

行为这两项中介机制影响领导力涌现。DeRue等（2015）发现，对典型领导角色的参与度会中介

个体能力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团队认同会中介个体仁慈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

Walter等（2012）发现任务协调行为会中介个体情感鉴别能力和外向性的交互作用对个体领导

力涌现的影响。此外，Colbert等（2012）发现，对团队成功的贡献会中介神经质、外向性、经验开

放性和尽责性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

2. 调节机制。Neubert和Taggar（2004）发现，性别会分别调节尽责性、情感稳定性和经验开

放性与个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当个体的这三种特质较高时，男性更容易涌现出较

高的非正式领导力。性别也会调节团队成员网络中心度与非正式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当女

性在团队中拥有较高的中心度时，他们比男性更容易涌现出领导力。Serban等（2015）发现，团

队类型和团队网络密度会分别调节个体认知能力、外向性、自我效能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

系。Ho等（2012）采用实验研究发现，任务的表达方式会调节性别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关

系。他们发现，在性别混合团队中，当折纸任务显现出男性特征时（如建筑任务），男性更容易被

认为有能力来担任领导者，而当折纸任务显现出女性特征时（如艺术性任务），女性更容易被认

为有能力来担任领导者。Liu等（2016）发现，团队权力距离会调节员工跨边界行为和非正式领

导力涌现之间的关系，团队权力距离越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越强。

（四）特定类型领导力的涌现

Cogliser等（2012）提出领导力涌现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任务导向的领导力涌现（以团队

任务为导向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和社会导向的领导力涌现（以团队成员社会需求为导向所表现

出的领导力），且发现个体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对这两种领导力涌现有不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与团队工作相关的属性（宜人性）能显著地预测个体社会导向的领导力涌现，而与任务相关

的属性（尽责性）则能显著地预测个体任务导向的领导力涌现，情感稳定性则对上述两种类型

的领导力涌现均无显著影响。Balthazard等（2009）探讨了团队性质对个体特质和特定类型领导

力涌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在传统面对面团队中，个体的外向性和情感稳定性能很好地

预测变革型领导的涌现水平；而在虚拟团队中，上述关系并没有得到验证。

五、  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个体领导力涌现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还有

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图1所示。

第一，现有对个体领导力涌现前因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个体自身因素，而忽略了对组织情

景因素的探讨。可以看出，尽管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除大五人格之外的个体特征对个体是否涌

现为领导者的影响，如情感因素、领导动机、领导状态等，这虽然弥补了以往特质论研究的不

足，但Kenny和Zaccaro（1983）指出这种特质论导向的研究范式无法很好地衡量外部情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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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力涌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已慢慢有学者开始关注情景因素对个体领导力涌现

的影响，例如，Zhang等（2012）发现正式领导行为可以显著提升个体员工在团队中非正式领导

力的涌现水平。遗憾的是，关于情景因素作用效果的探讨还非常少，未来的研究仍需要做进一

步探讨，如探讨同事、团队氛围、领导和组织政策等因素对个体能否涌现出领导力的影响。

第二，个体领导力涌现作用效果研究相对不足，这限制了我们对领导力涌现所激发的一系

列积极产出的全面认识。除了领导有效性外，少数研究也从个体绩效、个体领导力角色占有和

团队绩效三个方面考察了个体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效果。然而，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正式领导行

为的非正式领导形式，个体领导力涌现给组织带来的收益可能更多，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对其

作用效果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学者们可以探讨个体领导力涌现对其主动行为的影响，如创

造力、建言、主动变革行为等。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力涌现还可以表现在团队层次，即共享型领

导，这种集体的非正式领导方式既可以提升团队效率，也可以改善组织绩效，因此，未来的研究

还可以关注如何将个体所涌现出的领导力转化为团队整体的共享型领导，即个体成员表现出

一定的非正式领导力，是否表明相应的团队具有较高的集体领导力水平，又是否会进一步提升

团队效率。学者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个体领导力涌现与团队共享型领导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第三，个体领导力涌现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尽管文献综述表明领导力涌现

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却缺乏深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未来学者们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拓展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考察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即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个体所涌现出的领导力不能很好地产生领导有效性（过度的领导力涌现），

或者那些涌现出低水平领导力的个体反而会带来较高的领导有效性（不足的领导力涌现）。

Lanaj和Hollenbeck（2015）的研究探讨了性别和不同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个体领导力涌现和

领导有效性之间关系的影响。那么，除了个体性别因素之外，会不会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

素呢？其次，探讨不同类型领导力涌现的作用效果。当个体成员表现出不同的领导行为时，如变

革型领导行为、授权型领导行为、服务型领导行为等，是否会产生相同的领导有效性，未来的研

 
注：实线表示已经得到研究的问题，虚线表示研究较少且未来可以拓展的方向。

图 1    个体领导力涌现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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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最后，未来的研究可以在特质论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哪种领导特

质会导致过度的和不足的领导力涌现。例如，当个体具有较高的谦卑特质或自恋特质时，究竟

会产生哪种类型的领导力涌现呢？

第四，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目前关于个体领导力涌现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

情景因素与领导力涌现之间传递机制的探讨较少。例如，关于正式领导行为与个体领导力涌现

的关系，现有研究并没有解释正式领导行为是如何影响个体在团队中的非正式领导行为的

（Zhang等，2012）。追随力（followership）反映了个体员工对正式领导行为的执行程度，且Uhl-
Bien等（2014）认为员工的追随行为会导致他们非正式领导力的提升，因此追随力可以作为正

式领导与个体非正式领导力涌现之间的桥梁。同时，学者们还可以考察个体对领导者身份的认

同在正式领导行为与领导力涌现之间的中介作用。例如，当正式领导表现出授权行为时，个体

员工在与其互动的过程中，既可以感知到自身基于领导者的自尊的提升，也可以提升自己的领

导者自我效能和领导角色认同，这些都可以作为正式领导行为与个体领导力涌现之间的桥梁。

总而言之，由于“互联网+”时代企业对扁平化管理结构的强烈需求，个体领导力涌现对于

自我管理团队意义非凡。个体领导力涌现既可以有效地缓解组织转型背景下正式管理者管理

企业的压力，为客户提供更加及时与灵活的服务，也为促进个体员工自身的工作多样化提供了

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员工。为此，企业需要制定合适的领导力培养和晋升制度，以适

应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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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research of leadership usually argues that a leader can only be served by a
single and formally appointed individual. However, with deepening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re and more firms depend on the informal leadership provided by team members, thereby
making leadership emergence be focused on. Leadership emergence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at individuals
within a team perceive the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other members.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leadership emergence, makes clear the
theoretical base and routes of the formation of leadership emergence, and clarifies the existing studi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deserving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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